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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复杂度、制度质量与产业升级

马海燕 严 良

摘 要 依据产品空间理论，国家经济可视为在集体累积能力的基础上创造产品的系

统，产业升级是对经济系统结构发展水平优劣的刻画。以产品空间理论为基础，融入制度理

论，构建国家层面产品复杂度、制度质量与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借助 120个国家 1990-2016
年的面板数据，对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以及制度质量如何影响这种关系进行实证

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形态上呈现倒 U型关系。产品复杂度提升在带
来收益报酬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与竞争性反应。国家产品复杂度从低往高提升时，与产业升

级显著正相关；当产品复杂度达到偏上水准，则与产业升级显著负相关。第二，制度质量对产

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更容易实现产品复杂

度对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相较于经济制度，政治与金融制度质量的影响更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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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贸易环境和第三次工业革命重新洗牌的新形势，加快产业升级，抢

占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1]（P70-79）。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
大明确提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开放战略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发展战略。中国如何从

以技术模仿和引进为主的低水平加工制造，转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变得尤为迫切 [2]（P19-
35）。产业升级的研究热潮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但产业升级的动能和内在机理等一般规律尚未从
学理层面给予解释 [3]（P103-113）。依据新兴的产品空间理论，国家经济可视为在集体累积能力的基础
上创造产品的系统 [4]（P120-143），产品复杂度是国家产品的重要特征和一国能力禀赋的体现，产业升
级是对经济系统结构发展水平优劣的刻画。一国能力禀赋造就独特的产品组合，影响产业升级的实现，

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从外部环境来看，制度质量是社会和文化系统的集中体

现 [5]（P2-23），会影响能力禀赋作用的发挥。鉴于此，本文以产品空间理论为基础，融入制度理论，剖析
产品复杂度、制度质量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该研究不仅有助于突破产业升级理论研究瓶颈，深化对产业

升级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以为中国现阶段如何推动供给侧改革，布局合理产业结构，推进中国“从制造

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提供理论启示。

一、文献综述

以 Hausmann, Klinger and Hidalgo 等为代表的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产品空间理论。
产品空间是刻画产品间关系的网络，网络“节点”是产品，网络“联系”是产品间邻近度。产品空间理论

认为，生产任何一个产品都需要专业化的投入，产品是能力束（bundle）的载体。如果把能力看作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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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块，产品就是搭建而成的造型各异的积木玩具，国家如同无数个积木模型组成的玩具城 [6]（P10570-
10575）。生产不同产品所需的能力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一国能否生产新的产品、转型到新的产业取决于
现有能力基础 [7]（P27-37），国家产品空间结构决定了产业升级的路径和幅度。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产品复杂度是产品能力高阶性的衡量维度，体现生产能力尤其是技术能力“强”

的程度。国家产品复杂度是国家整体生产技术含量的综合反映，体现一国产品“既强且多”的程度。当国

家产品复杂度高，意味着累积了足够多且排他性（exclusivity）高的能力拼块。这种能力拼块的形成建
立在具有广泛的通用能力和部分独特高端能力的基础上，表示该国产品生产能力兼具多样性和独特性，

在探索和生产高阶产品的知识储备上占据先机。产品复杂度是产品空间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它并非

该理论的专属概念。伴随国家竞争力从基于总值“量”的较量到基于结构“质”的对比，涌现了出口复杂

度、技术成就指数、产业技术分类体系、产品复杂度、出口相似度、经济复杂度和经济适合度等类似指标，

虽然各有侧重、衡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都在试图分析国家基于技术等级的差异。本文之所以倾向采用

产品复杂度概念，一是因为产品复杂度直接面向产品层面。从研究趋势看，对产业升级的研究正逐渐从

宏观和中观层面转向了对微观机理的探寻；基于产品层面的数据归集，还可以应用到产业、地区和国家

等多个层面。二是产品复杂度针对所有类型的产品，不限于出口产品。相关实证研究均采用国际出口贸

易数据的原因在于具有可比性的全球各国产品生产端数据无法获取，只能退而采用出口端数据予以替

代 [8]（P482-487）。
随着产品复杂度衡量方法的不断改进，国家产品复杂度指标可以解释世界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预

测各国的增长速度，比现有的许多发展性指标更具预测性 [9]（P12-24）。迄今为止，关于国家产品复杂
度的文献聚焦于测度方法及其决定因素 [10]（P1-9），近期将它作为前置变量，讨论它与经济增长关系
的研究日趋深入。产品空间理论的创建团队在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产品复杂度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 [4]

（P5-17）[6]（P10570-10575），主张将关注焦点从出口篮子的“数量”转向“质量”。张其仔等（2012）[10]

（P1-9）在中国地区层面，李小平等（2015）[11]（P114-129）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分别得出产品复杂
度促进地区和行业经济增长的结论。然而，关于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关系的研究中，更普遍的情况是

将产品复杂度作为产业升级的典型特征 [12]（P1-24）。目前直接针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少，且总体上呈
现零散且结论各异的局面。马鹏、肖宇（2014）[13]（P105-114）以服务业为对象，指出服务业的产品复杂
度与产业升级显著正相关。张亭、刘林青（2017）[14]（P115-129）得出中国产品复杂度抑制了产业升级，
而日本产品复杂度则推动了产业升级。马海燕，于孟雨（2018）[15]（P123-137）认为国家产品复杂度越
高，产业升级难度越大；产品复杂度在阻止产品失势上的作用比促进产品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这些研

究无疑将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认定为线性关系，而形成的争议性结论却反映出产品复杂度不仅有促

进产业升级的正向力量，也存在抑制产业升级的负向力量。

不少关于制度和贸易的文献论证了制度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会对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

重要影响，而直接针对制度质量对产业升级实现效应的研究是欠缺的。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将相关文献大

体划分为两类：一是微观企业层面，Pipkin and Fuentes（2017）[16]（P536-554）通过案例的梳理得出制
度质量在产业升级中具有正向影响。毛蕴诗等（2009）[17]（P135-145）通过两个企业的比较案例研究，
指出制度环境对代工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单个国家或地区层面，潘明明等（2018）[18]（P11-17）
借助中国 30 个省区的数据，得出制度质量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门槛效应。齐兰、徐云
松（2017）[19]（P22-33）区分不同的制度因素，采用中国西部数据，指出制度质量可以促进产业升级。
戴翔、郑岚（2015）[20]（P51-64）指出制度质量在中国产业升级中具有促进作用。第一类研究以企业为
分析单元，采用案例分析法为主，外部性需进一步验证；第二类基于中国省级和地区层面的研究结论并

不一致，且普适性也值得质疑。已有零星研究指出制度质量的完善对提升产品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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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1]（P37-47），但它在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并不清楚。
综上，从产业发展本身去讨论和理解产业升级机制的研究具有必要性 [22]（P60-68）。目前对产品复

杂度与制度质量的研究分析主要落脚在国家经济总量的增长，在产业升级这种经济“质”增长中的重要

性常常被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目前尚没有将产品复杂度、制度质量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的研究，也使

得如下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之间究竟是线性还是曲线关系？具体形态如

何？这种关系如何受到制度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关系是

否有显著差异？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依据产品空间理论与制度理论，结合相关研究，从中演绎产品复杂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以及

制度质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形成本文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

（一）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一个由知识驱动的变化过程，产业升级的幅度和方向都深受其历史基础的影响。国家

集体知识的积累难度大、耗时长，通过模仿和重复慢慢获得的隐性知识很难传播，间接造成了全球的不

平等。国家集体知识不足，直接体现为产品复杂度偏低，经济始终在较低的技术水平上不断地扩大规模，

产业难以升级。相反，一国产品复杂度高，意味着拥有多样化且高端的技术，国家能够将其重新组合，创

造出更多更智能、更好的产品 [9]（P12-24）。
国家产品复杂度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第一，产品复杂度提升可以激发产业升级的重

要媒介——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生产要素的积聚 [23]（P129-173），从而有利于产业升级。国家生产从
低技术含量产品迈向高技术含量产品，会提高市场竞争的技术基准，挑战传统产业，加速僵尸产品和企

业退出市场，导致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改变原有产业结构。对后发国家而言，

产品复杂度提高代表着一定程度的技术自立，一国企业能够做出世界上已有、但本国过去不会做的技术

产品 [24]（P975-984）。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创新，拥有更多知识产权，有利于实现以点带面的产品创
新以及从边缘到中心的动态演进。对发达国家而言，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成功跨越了技术瓶颈，能够在

前沿技术上得以突破，引领新一轮发展潮流，实现产业升级。第二，产品复杂度提升会带来产业内技术溢

出，直接推动着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更高级化方向演进。在国家产品复杂度提升的过程中，存在先发企

业的示范效应和同行业的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有助于增加后续企业知识积累的动力，加速产业间关联程

度与响应速度，促进产业间融合，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会迫使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增

加产业内技术溢出，推动产业升级。第三，从需求端看，产品复杂度提升会刺激市场的需求升级，形成新

的消费热点，带来市场需求结构和需求偏好的改变，这是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拉动机制。当市场上对高

质量产品有大量需求，需求态度日益挑剔，就会推动和倒逼产业升级。除此之外，产品复杂度常常被物

化在新的资本当中，这种资本的持续积累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

然而，不能忽视国家产品复杂度提升的过程也会带来诸多不利于产业升级的成本与压力。首先，国

家产品复杂度的提升，获取关键资源的难度增加，产业升级难度也随之提高。当产品复杂度较低，实现

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金、人才、知识产权和政策等投入要求并不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还可以通过

国外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发挥后发优势，减少对研发成本、营销成本、信息成本的投入，实现效率与价

值升级。但是，当国家产品复杂度攀升到较高的水平，甚至到了领跑阶段，前沿技术的信息收集、知识人

才储备、保障体系建设等的难度显著提升，维持领跑优势，实现更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的难度也随之增

加。其次，国家产品复杂度的提升，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从单个企业到整个产业的知识扩散难度也随之

提升。企业知识创造和知识传递，由此带来的产业整体能力水平的提升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产品复杂度

的提升，相对于易于扩散的通用知识，具有模糊性、内隐性和嵌入性的专用知识含量递增，使得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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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扩散相对困难。再次，国家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增加，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提高，从而负向影响产业升级的实现。另外，国家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会引起竞争对手的警惕，所面对的

竞争性行为和竞争性反应也更为激烈。从发达国家来看，产品复杂度达到较高水平，需要同时应对同一

梯度国家的敏感和后发国家不断逼近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当产品复杂度不断提升，开始挑战领

先者的地位 [25]（P146-164），不仅要面临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跨越障碍，还要应对来自领先者的封锁和
抵制。

由上分析可知，总体上，产品复杂度对产业升级同时具有双重效应，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可能伴随

着成本的增速上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主关系假设：

H1：国家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在形态上呈现为产品复杂度从低处上升时与产业升级正
相关，而产品复杂度超越阈值后与产业升级负相关的倒 U 型关系。

H2：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都呈倒 U 型关系。
（二）制度质量的作用机制

产业升级的主体固然是企业，但经济系统的变革与再造离不开社会环境的配合，其中，制度的完

善和保障更显迫切 [26]（P60-65）。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决定了活动的交易费用、协调成本及创新程度，
影响合约的执行 [27]（P33-42），高质量的制度是内容完备、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公信力的制度。能否引
导和激发生产能力朝着有利于产业升级的方向前进，受制于国家制度质量的高低 [28]（P43-49）。产业
升级的动能转换离不开制度变革的重要作用，适应性的制度变革才是任何资源物尽其能的动力引擎 [29]

（P4-17）。Ozaza（2005）[30]（P167-184）曾基于日本产业升级的历史演进，归纳出制度在产业升级中起
着关键性作用。

依据 Hausmann et al.（2011）[9]（P33-42）的观点，国家制度质量等整体性能力（aggregate capa-
bilities）的提升不能直接促进产业升级，只有当这些辅助性系统能够有效地促进和发挥产业内生能力
时才能体现价值。可见，制度质量是产品复杂度和产业升级关系的调节变量。制度质量对主关系调节的

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引导能力禀赋朝着促进产业升级的方向

流动。国家对产业升级的鼓励性和引导性政策会激发企业的升级动力。对产业升级方向的选择上，鼓励

性的产业往往会吸引企业的转型意愿，反之，限制性政策则会抑制企业的升级选择。良好的经济制度和

金融制度可以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提升企业创新和投身产业升级的积

极性。第二，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减少迎合式的策略性创新，激发实质性创新。当国家制度质量高，能为

企业带来安全、便捷、轻负，有利于企业设定正确的创新动机，着眼组织长远发展来释放现有能力和积累

新的能力，带动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不断完善，从而为打造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三，良好的

制度质量可以保障能力禀赋朝着促进产业升级的方向转化。制度质量高，不仅有效降低产业升级过程

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产业升级成本，还有利于促进产业内外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产品复杂度作为

能力禀赋能否成功配置成新的产品组合、形成高阶能力，能否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创造从而促进产业升级

都有赖于制度质量。复杂度较低的产品，资产专用性较低，主要依托要素价格优势，对制度质量的依赖

性不大。复杂度高的产品分工细致，生产涉及的交易环节多，资产专用性程度高。因此，伴随产品复杂

度的提高，交易费用和合约执行的不确定性都会增加，制度质量敏感性和依赖性也会提升 [29]（P5-13）。
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由于金融、经济以及政治环境较差，企业不得不将那些原本使用外部生产效率

更高的中间产品转为内部生产，导致产品复杂度较高的产业面临更大的生产率损失 [31]（P5-7）。Manca
（2010）[32]（P1041-1053）利用 50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在采用新技术，发挥其潜
力方面优势明显，而存在“制度障碍”的国家即使有合格的劳动力，也可能无法采用新技术。

由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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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制度质量越高，有利于引领、激发和保障产品复杂度这种能力禀赋实现价值创造，降低其在产
业升级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具体而言：

H3a：当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关系为正，良好的制度质量能够增强这种正相关关系。
H3b：当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关系为负，良好的制度质量能够减弱这种负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形成本文研究框架如下：

图 1 本文研究框架

三、变量测度与数据处理

根据实证研究的步骤，为了检验上述研究假设，需要明确产业升级、产品复杂度、制度质量等关键

变量的测度方式，寻找合适的样本数据以及构建合理的回归模型。

（一）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产业升级。Hausmann and Klinger（2007）[33]（P11-12）从产品层面衡量产品空间
中的产业升级，其思路是：如果特定产品当期不具有国际优势，而在下一期成功转变为具有国际优势的

产品，则视为升级成功。其中产品是否具有国际优势的测量大多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这
一种衡量方式得到了邓向荣、曹红（2016）[34]（P52-67），张亭、刘林青（2016）[14]（P115-129）等相关研
究的认可和采纳。产品层面实现升级的数量越多，在国家层面则体现为具有国际优势产品数量的总量越

高 [35]（P24-37）。其背后的逻辑是产品从简单到复杂、产品空间从稀疏到稠密就是一个国家产业升级成
功的体现 [8]（P482-487）。

将国家产品出口值占该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此种产品出口份额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如果比

值大于 1，表示该国此种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优势，反之，则没有优势。取 x(c, i) 代表 c 国 i 产品的出口
额，xc,i 为 RCA 的逻辑值，则公式表示如下：

RCAc,i =
x(c, i)/

∑
i x(c, i)∑

c x(c, i)/
∑

c,i x(c, i)

xc,i =

1� RCAc,i ≥ 1

0, RCAc,i < 1

国家产业升级测量的步骤为：首先计算出各国各年每一种产品的 RCA 具体值，判断 xc,i 的取值，然后
以国家为单位，加总各年 xc,i 取值为 1 的产品个数，得到每个国家当年具有国际优势的产品总数 CX，
通过各国 CX 的变动刻画国家产业升级状况。

2. 解释变量：产品复杂度。Hidalgo and Hausmann（2009）[6]（P10570-10575）衡量产品复杂度的
基本思路是：如果产品复杂度高，则具备此种生产能力的国家就比较少。为排除这种国家数量少是源于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增补“这些国家同时也具备其它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作为修正。于是，构建普适性

（Ubiquity）和多样性（Diversity）两个维度来衡量产品复杂性。如果一种产品能够生产它的国家数量
越少（普适性低），且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较高（多样化高），则表明该产品复杂度越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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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国家层面，如果特定国家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且它不能生产的产品只有少数国家有能力生产，该

国产品复杂度越高。简言之，一国生产产品越多样化，且越具有独特性，则该国产品复杂度越高。

国家产品复杂度的计算步骤如下：首先，分别以国家 c 和产品 p 为行与列绘制矩阵 Mcp，矩阵元

素为 RCA 的逻辑值 xc,i。将该矩阵的行和列分别加总，得到生产特定优势产品的国家数量（即普适性）
以及一国拥有的优势产品数量（即多样性）的初始状态，如公式（1）和（2）所示。

Ubiquity = kp,0 =
∑
c

Mcp (1)

Diversity = kc,0 =
∑
p

Mcp (2)

进而，将多样性与复杂性互相修正的过程推进，具体操作是将公式（4）带入（3），得到公式（5）和（6）：

kc,N =
1

kc,0

∑
p

Mcpkp,N−1 (3)

kp,N =
1

kp,0

∑
c

Mcpkc,N−1 (4)

kp,N =
1

kc,0

∑
p

Mcp
1

kp,0

∑
c′

Mc′pkc′,N−2 (5)

kc,N =
∑
c′

kc′,N−2
∑
c′

McpMc′p

kc,0kp,0
(6)

将这个过程进行 N 次迭代，取 M̃cc′ =
∑

p
McpMc′p
kc,0kp,0

，直到 Kp,N = Kp,N−2 = 1 停止迭代，得到 M̃cc′ 的特

征向量。取
−→
K 为 M̃cc′ 的第二大特征值，以 <

−→
K > 和 stdev(

−→
K ) 分别表示

−→
K 的均值与标准差，则得到国

家层面产品复杂度 CPCI：

CPCI =
−→
K− < −→

K >

stdev(
−→
K )

3. 调节变量：制度质量。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大致有三类，一是侧重衡量某一特定领域的制度质量，
如政治领域的政体项目指数、自由之屋指数，法律领域的全球腐败指数、法治指数，经济领域的经济自由

度指数、费雷泽研究机构指数等；二是特定细化的制度内容，比如合约密集型货币比率、爱德曼信任指数

等；三是复合类指标，全球治理指标、企业营商环境及世界各国风险指数。鉴于制度质量是涵盖政治、经

济、金融等内涵丰富的概念，具有多重面向，本文采用世界各国风险指数（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CRG）衡量制度质量。它包括金融、经济和政治三类指标的风险分析和评级，代表着三个方面
的制度质量（分别记为 FR、ER、PR），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国家制度质量。ICRG 指数是目前学界公
认的制度质量替代变量，具有相对可靠的指标，被广为采纳 [36]（P895-920）。戴翔、金碚（2014）在分析
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时也同样采用了 ICRG 指数。该指标的数值越高，表示制度质量越
高 [29]（P4-17）。按照通行做法，本文将三类指标以国家为单位加总后取均值以表征一国整体的制度质
量 CIQ。

4. 控制变量。综合现有研究，受限于跨国层面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共选取与国家产业升级密切相关
的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一是人口规模。采用一国各年人口的绝对总数，取对数形式，记为 POP，数
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二是外资净流入，取对数形式，记为 FDI，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
库。三是国家产品密度。产品密度测量的是一国某种产品与周边具有国际优势产品邻近度总和与全球

此种产品周边邻近度总和的比值，其中，产品邻近度是国家同时出口这两种商品的最小条件概率。在此

基础上，以国家为单位汇总各年产品密度得到国家产品密度，取对数形式，计为 CPD，基础数据来自联
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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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变量的数据来源

产品空间的实证分析大都基于国际贸易数据展开，因为它是唯一相关可用的数据集，具有丰富详

细的跨国信息，且将国家与以标准化分类的产品联系起来 [9]（P23）。Uncomtrade 是目前比较权威、更
新及时的国际贸易数据库，但是对各国数据统计的起始年份差别很大，2000 年以前的数据缺失值较多。
Feenstra et al.（2005）编制了 1962-2000 年的全球贸易流量数据，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而被广泛采用，它
与 Uncomtrade 的统计口径一致且基础数据来源一致。本文将两大数据库合并，净化处理后整理获得
1962-2016 年 148 个国家 SITC 四位码的产品数据集，据此以国家为单位计算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

制度质量数据来自于世界各国风险指南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监测对象是 140 个国家，可获取时间
阶段为 1984-2016 年，但是存在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时间窗口上，各国起始数据不同，1990 年之前的数
据缺失严重；二是国家名单上，这 140 个国家中因国家统一、分解、解体等原因导致数据对象变动较大。
因此，剔除了捷克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黑山、德国（东德、西德）以及前苏联解体后成立的

国家。最后，运用 Stata 软件将国际贸易数据库与世界各国风险指南数据库的时间窗口、国家对象进行
匹配，最终形成 120 个国家时间跨度为 1990-2016 年共计 3240 个观测值的数据集。进而，依据世界银
行对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人均收入达到 12276 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为发达国家，其它的为发展中国
家。本数据集 120 个国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为 42 个和 78 个。
（三）模型设定

结合 Hausmann and Klinger（2007）[33]（P19-22）的思路，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产品复
杂度与产业升级的主关系以及制度质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原因在于：本文的因变量产业升级是由国家

具有国际优势产品总量的变动来衡量的，属于非负计数变量。虽然泊松回归模型也广泛适合对计数数据

进行建模，但是国家之间产业升级差异巨大，违背了泊松估计量“计数变量方差等于其条件均值”的基本

假设。本文选择负二项回归模型，将个体的、未观察到的效应纳入条件均值 [37]（P909-938），设定如下方
程：

CXc,t = exp(α + β0CXc,t−1 + β1CPCIc,t + β2CPCI2c,t + πZ + γc + λt + εc,t) (1)

CXc,t =exp(α + β0CXc,t−1 + β1CPCIc,t + β2CPCI2c,t + β3CIQc,t + β4CPCIc,t ∗ CIQc,t+

πZ + γc + λt + εc,t) (2)

方程（1）主要用于检验产品复杂度对产业升级的曲线影响，方程（2）用于检验制度质量对产品复
杂度与产业升级的调节效应。上述两个模型中，CXc,t 和 CXc,t−1 分别表示 c 国 t 年和 t-1 年的国际优
势产品总数，以其变化状态刻画国家层面产业升级状态；CPCI 为国家产品复杂度，CIQ 代表国家制度
质量，Z 代表各种控制变量，γc 和 λt 分别为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变量，εc,t 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获取样本数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描述数据的基本特征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而利用逐步回

归法，细化回归模型以检验研究假设，并对回归结果展开稳健性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1 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见，国家所拥有的国际优势产品数量均值（93.99）小于方
差（76.942），且极值分别为 376 和 1，说明样本国家竞争优势差别迥异，其分布具有过度分散特征。另
外，国际优势产品数量的当期值与滞后一期值差值的均值（0.17）也小于方差（12.432），且最大值与最

小值分别为 121 和-123，意味着国家间产业升级效果悬殊。从方差膨胀因子（VIF）来看，每个解释变
量的 VIF 都明显小于判断值 10，且整体 VIF 均值较小（1.49），说明解释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
性。大多数变量间相关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与以往研究一致，产品密度与国际优势产品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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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系数高达 0.89，但其它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进一步表明主要解释变量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

表 1 变量描述性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VIF 2 3 4 5 6
CXt − CXt−1 0.17 12.43 121 -123

CX 93.99 76.94 376 1
CPCI 0.01 1.00 3.05 -3.05 1.30 0.41***
CIQ 43.16 10.90 61.58 0.00 1.07 0.30*** 0.37***
CPD 4.14 0.99 6.05 -0.54 1.83 0.89*** 0.42*** 0.27***
POP 15.25 2.31 21.04 9.11 1.14 0.43*** -0.07*** 0.03* 0.45***
FDI 19.70 2.97 27.32 2.30 2.13 0.36*** 0.27*** 0.41*** 0.36*** 0.32***
注：（1）***p<0.01，**p<0.05，*p<0.1。

表 2 曲线效应及制度质量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基础模型 线性模型 倒 U型模型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控制变量

POP
4.35*** 1.71*** 1.77*** 1.58*** 1.71*** 0.62* 1.45***
(22.57) (12.82) (12.06) (11.71) (11.62) (1.73) (7.77)

FDI
-0.52*** -0.24** -0.21*** -0.22** -0.20** -0.23 -0.18
(-3.52) (-2.52) (-2.19) (-2.30) (-2.04) (-0.83) (-1.48)

CPD
61.01*** 9.56*** 10.51*** 9.64*** 11.68*** 9.23*** 12.54***
(96.55) (22.85) (24.62) (20.29) (25.91) (6.45) (23.38)

解释变量

CXt−1
0.60*** 0.60*** 0.60*** 0.59*** 0.94*** 0.78***
(64.65) (64.43) (64.28) (64.17) (82.71) (93.56)

CPCI
2.13*** 2.27*** 2.05*** 0.94** 3.71** 2.69***
(7.51) (7.60) (7.25) (2.17) (2.47) (8.93)

CPCI2
-0.69*** -0.51*** -0.66** -0.48**
(-5.53) (-3.69) (-1.99) (-2.28)

调节变量 CIQ
-0.01 -0.02 -0.05 0.03**
(-0.21) (-1.38) (-0.99) (2.44)

交互项 CPCI ∗ CIQ
0.09*** 0.03*** 0.05* 0.04***
(9.00) (3.18) (0.02) (2.91)

截距 常数项
-71.14*** -19.10*** -33.7*** -17.19*** -19.86*** 3.39 2.63***
(-24.14) (-9.66) (-14.89) (-8.60) (-8.35) (1.34) (6.50)

Log Likelihood -1584.43 -1579.32 -1603.87 -1583.09 -1567.34 -1623.75 -1611.93
Prob>chi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3240 3240 3240 3240 3240 3240 3240
注：（1）***p<0.01，**p<0.05，*p<0.1；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2）所有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Log Likelihood）的绝对值均在

1000以上（显著大于 100），且均在 1%水平下全部显著，通过检验。

（二）面板数据回归

1.估计方法。本文样本是 27*120的短面板数据，我们从理论预期与工具检验两个方面抉择固定效
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产品复杂度与制度质量都具有渐变特征，保持着较强的

自稳定性，有必要关注各国不随时间变量的特征所起的作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符合理论预期。采用

Hausman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的 p 值为 0.0013，在 1% 的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判定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

考虑到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之间可能互为因果，会引发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产品复杂度的滞

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DWH 内生性检验的结果显示个别模型的 p 值小于 0.1，拒绝了“产品复杂度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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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量”的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回归过程中将产品复杂度和控制变量均滞后

一期处理。另外，本文对进入交互项的产品复杂度和制度质量进行了均值化处理，以控制交互项加入可

能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区分三种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基础模型 线性模型 倒 U型模型 全模型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控制变量

CPD
7.77*** 7.52*** 8.32*** 9.48*** 9.22*** 9.44*** 9.53***
(16.27) (15.92) (16.49) (18.35) (17.93) (18.09) -18.09

POP
1.88*** 1.90*** 1.93*** 1.80*** 1.80*** 1.85*** 1.82***
(11.08) (11.33) (11.21) (10.5) (10.59) (10.77) (10.24)

FDI
-0.24* 0.26** -0.30** -0.21* -0.24* -0.25** -0.22*
(-1.94) (-2.26) (-2.47) (-1.74) (-1.93) (-2.06) (-1.77)

解释变量

CX
0.70*** 0.70*** 0.70*** 0.70*** 0.70*** 0.70*** 0.69***
(69.62) (70.09) (69.85) (69.60) (69.97) (69.36) (68.43)

CPCI
0.21*** 0.18*** 2.28*** 0.19*** 0.16*** 5.44*** 3.12***
(0.04) (0.05) (2.68) (0.05) (0.10) (5.32) (2.84)

CPCI2
-0.38*** -0.44*** -0.90*** -1.18***
(2.81) (3.37) (5.52) (6.96)

调节变量

FR
-0.01 -0.01 0.07*
(-0.12) (-0.23) (1.88)

E R
-0.01 -0.02 -0.01
(-0.56) (-0.64) (-0.08)

PR
0.02** 0.03** -0.02
(1.29) (1.87) (-0.97)

交互项

CPCI ∗ FR
0.05** 0.08*** 0.12***
(2.06) (3.58) (3.65)

CPCI ∗ E R
0.09*** 0.06 0.13***
(4.00) (3.09) (3.88)

CPCI ∗ PR
0.09*** 0.05*** 0.02*
(5.14) (2.66) (0.01)

截距 常数项
-22.80*** -22.01*** -21.90*** -21.76*** -20.99*** -21.59*** -23.24***
(-8.33) (-8.14) (-8.04) (-7.89) (-7.74) (-7.96) (-8.13)

Log Likelihood -1684.43 -1627.76 -1656.20 -1596.24 -1687.45 -1635.74 -1580.34
Prob>chi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3240 3240 3240 3240 3240 3240 3240
注：（1）***p<0.01，**p<0.05，*p<0.1；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2）所有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Log Likelihood）的绝对值均在

1000以上（显著大于 100），且均在 1%水平下全部显著，通过检验。

2. 回归模型。本文采用逐层回归法检验产品复杂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以及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
如表 2所示，构建了七个模型：¬基础模型。模型 1为基础模型，仅放入控制变量，分别是人口规模、外资
净流入与国家产品密度。­线性模型。模型 2 及模型 3 为线性模型，模型 2 在基础模型之外增加主解释
变量产品复杂度，模型 3 进一步加入产品复杂度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曲线效应检验需要主关系的一
阶线性回归结果。因为如果不包含一次项则等同于假设曲线的极大值位于 X 轴的原点，显然在经济活
动中这是很鲜见的情形。®倒 U 型模型。模型 4 和模型 5 为倒 U 型模型，模型 4 引入产品复杂度的平
方项，模型 5 加入产品复杂度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也是本文的全变量模型。̄ 分经济发展水平的模型。

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模型 6 和模型 7 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回归结果。
如表 3 所示，本文进一步将制度质量区分为金融、经济与政治三种维度构建了七个回归模型：¬分

制度质量维度的线性模型。模型 8 －模型 10，分别为金融、经济与政治制度质量的线性回归。­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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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维度的曲线模型。模型 11 －模型 13 是制度质量三个维度的曲线回归，模型 14 是细分制度质量的
全变量模型。

3. 回归结果分析。从表 2 来看，国际优势产品当期与滞后一期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一结
果在所有模型中结论一致。这说明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家产业升级总体上是渐进式的。基础模型的回归

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与国家产品密度对产业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外资净流入对产业升级负相关。

人口规模可能因国内市场需求的体量、基于人口红利的低成本优势以及人力资本储量等多个方面有利

于产业升级。产品密度体现着产品间跨越距离的大小，整体上产品密度越高越有利于产品间的更新换

代。外资净流入负向影响产业升级，可能的原因是外资进入带来的国内企业本土市场势力削弱和对本土

创新的挤出效应等弊端阻碍了产业升级。

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的主关系检验结果中，产品复杂度一次项的回归系数在模型 2－模型 14中
显著为正。可见，总体上产品复杂度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表 2 的模型 4 和模型 5 来看，
平方项的系数回归系数分别为-0.69 和-0.51，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了倒 U 型曲线关系的成
立。进而，对回归方程（1）的一阶导数取零，得到曲线图形极大值对应的产品复杂度为 1.72，远远大于
均值 0.01，位于坐标轴原点的右侧。同时，依据 Hanns et al.（2016）[38]（P1177-1195）的观点，需要进一
步检验曲线两边单侧斜率是否足够陡峭。本文以 1.72 为标准，将整体数据分成两组分别进行回归，检验
斜率及其显著性。结果显示，低值组的斜率是 0.44，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高值组的斜率为-2.79，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呈现典型的倒 U 型曲线关系。如模型 6 和模型 7 所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产品复杂度的平方项系数分别为-0.66 和-0.48，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据此可以得出，产品复杂度与产业
升级的关系呈现出先增速上升然后减速下降的倒 U 型，符合预期。这表明，产品复杂度的提高不仅可以
带来附加值的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也同时伴有过程的高投入、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以及来自竞争对手的

竞争性反应等负向力量。随着国家产品复杂度的提升，负向力量日渐显性和激烈，会逐渐抵消其正向力

量所带来的升级活力，产业升级难度提升。这种现象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H1 和
H2 得到支持。
加入制度质量的两组模型——模型 3 和模型 5（见表 1）分别是在主关系的线性回归和倒 U 型曲

线回归中检验其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产品复杂度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
明制度质量具有显著正向的调节作用。模型 6和模型 7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回归结果，
交互项系数分别为 0.05（P<0.1）和 0.04（P<0.01），逻辑结果保持一致。由此可以得出：在产品复杂
度相同的情况下，制度质量越好的国家更容易实现产业升级，H3 得到支持。鉴于倒 U 型关系中的调节
作用没有限定值域，其结果在产品复杂度全部取值中都适用，表明不管是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正相关

的前半段，还是负相关的后半段，制度质量对二者关系都能产生正向调节作用。H3 的两个子假设 H3a、
H3b 通过检验。
区分制度质量三个维度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显示，制度质量每单个维度对产品复杂度与

产业升级的调节作用都正向显著。具体来看，在线性回归和曲线回归中，金融制度质量与产品复杂度的

交互项系数分别为 0.05（p<0.05）和 0.08（p<0.01），政治制度质量与产品复杂度的交互项系数则为
0.09（p<0.01）和 0.05（p<0.01）。经济制度质量在线性关系中的交互项系数为 0.09（p<0.01）。在全
变量模型 14 中，每个维度的效果逻辑值保持一致，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但是，经济制度质量在曲线关
系中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却并不显著，稳健程度低于另外两个维度。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制度质

量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当产品复杂度超过一定的高度，经济制度的正向作用就不再明显。综

合来看，制度质量是基于产品复杂度进行产业升级的改善机制，不同维度的制度质量改善效果具有异质

性。尽管区分制度质量维度的研究可以展示细节，但是制度质量每个维度内部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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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单个维度的分析不能排除多重贡献的可能，因此，整体制度质量的回归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4. 稳健性的检验。为了进一步提升上述回归结果的说服力，本文从回归结果的相互验证、主关系的
确认、改变关键变量和回归估计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对比表 2 和表 3 的模型回归结果。与表 2 结果一致，表 3 三个不同维度制度质量的回归模型
11 －模型 13 中，产品复杂度的二次项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系数分别为-0.38、-0.44 和-0.90，
在模型 14 这一饱和模型中，结果依然稳健。
（2）增加立方项检验，确认主效应曲线是二次关系。通过在方程（1）中添加一个立方项（CPCI3）

来测试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是否可能是 S 形而不是倒 U 形。回归结果表明，立方项的系数并
不显著，并没有改善模型的拟合性，本文的倒 U 型二次关系提供了更强的支持。
（3）改变国家优势产品的衡量方式。考虑 RCA 指数的一般衡量方法可能在总出口来源中包含了

外国增加值和重复计算的内容，采纳王直等（2015）[39]（P108-127）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对 RCA 指
数的测算方法重新计算 RCA 值。由于 OECD-WTO 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库年份与国家的限制，基于 7
个年度 42 个国家的统计数据，用基于贸易增加值的 RCA 指标进行分析，部分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是
主关系与调节关系的逻辑结果与表 2 保持一致。
（4）改变回归方法。鉴于产业升级是将两期的产品表现进行对比，解释变量含有被解释变量的一阶

滞后项，可以视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本文也尝试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估计。在这一过程中，将产
品复杂度、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交互项视为内生变量，将其他控制变量视为外生变量，同时将参数估计值

的标准误均采用稳健估计量。结果显示，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上述回归结果相同，进一步

支持了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助产品空间理论，探讨国家层面产品复杂度如何影响产业升级，并纳入制度质量作为调节

变量，利用跨国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倒 U 型曲线效应显著为正，二者关系体现为，当产品复杂度上升时与产业
升级正相关，当产品复杂度达到偏上水准后与产业升级负相关。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线性回归结果

也显著为正，意味着尽管产品复杂度对产业升级具有报酬递减规律，总体上产品复杂度正向促进了产业

升级。在全样本中，当产品复杂度取值为 1.72（均值为 0.01，最大值 3.05）时达到倒 U 型曲线的极大
值。依据产品复杂度进行国家排名，从最近五年的数据看，日本长期位居第一的席位，最大值为 2.37，瑞
士、德国、瑞典、奥地利、新加坡、美国和韩国等都曾进入前五。这些排名前五的国家产品复杂度都超过

了 1.72，已进入到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呈负向关系的后半阶段，在此基础上要实现进一步的产业升级
具有挑战性。中国产品复杂度的排名在第 18 名和第 36 名之间起起伏伏，最高值为 1.16，尚处于产品复
杂度与产业升级正相关的前半阶段，提升产品复杂度可以明显促进产业升级。制度质量总体上对产品复

杂度与产业升级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区分金融、政治与经济三个制度质量维度，也大致具有显著正

向的调节效应。相较于经济制度，金融制度质量与政治制度质量的结果更为稳健。总体上，制度质量高

的国家比制度质量低的国家更容易实现产品复杂度对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有利于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追求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的过程 [1]（P60-68），以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国
家地位为表现 [40]（P2-3），对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影响。通过上述对产品复杂度与制度
质量的作用与规律的分析，我们在制定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方面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着力增强产品复杂度，使之成为提升产业升级的战略举措。国家能力禀赋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产
品复杂度是能力禀赋的重要维度。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设计和升级优势产品组合，在创新能力上

不断突破，增强产品复杂度。如果说田径场上运动员以速度取胜，那么国家则凭借产品复杂度这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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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获得领先地位，通过能力加值来扩大优势 [41]（P1-26）。仅瞄准经济总量增长是短视的，如果一国收
入较高但是产品复杂度低，则始终徘徊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例如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委内瑞拉、利

比亚和智利，这些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很高，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丰富的生产知识，而是拥有大量以自然

资源为基础的财富。这种以资源换财富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2. 产品复杂度提升过程中，要具备应对产业升级风险和成本递增的意识和准备。产品复杂度从低
到高的发展中存在着两股作用相反的力量，不同产品复杂度水平的国家产业升级效果截然不同。当产品

复杂度提升达到一定的程度，风险和成本增速上升，甚至超越产品复杂度带来的收益。为应对高水平产

品复杂度条件下推进产业升级所面临的难度，国家和企业不仅需要不断拓展知识跟踪与搜寻范围，提升

高端技术发展信号的敏感性，加强信息收集工作；也要重视前沿基础学科的发展，加大知识资本的投入，

扩展创造性资产的途径，减缓产品复杂度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知识接续难度；同时需要全面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让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更加有信心、有恒心地持续投入到创新，在此基础上权衡与专利开放的

关系，以提高知识广泛传播的效率，为高水平产品知识的积累和演进过程保驾护航。目前产品复杂度排

名靠前的领先国家，更要对高阶创新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竞争性反应要有充分的认识并针对性地制

定策略。

3.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需要分阶段制定适宜的产业升级策略。在国家产品复杂度
从低到高上升的过程中，后发国家产业升级是以存在一个明确的世界技术前沿为前提的 [42]（P9-166），
以“西方先进技术”为唯一发展方向的产业拷贝 [24]（P975-984）。当国家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从模仿依
赖到自主创新势必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免会触及到发达国家的核心能力而成为直接的竞争对

手。中国制造在部分领域开始从“跟跑”变“领跑”，已遭自美国的强烈抵制。我们在明确还有一些领域明

显弱势的前提下，既要不断提升有效生产能力，提高供给侧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也要释放和培育因长期

追随模仿而禁锢的企业家精神，坚定技术自立的决心和引领技术前沿的创新自信。

4. 推进制度建设，提升制度质量，以充分发挥能力禀赋在产业升级中的促进作用。高质量制度环境
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发展、长期积累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在深刻了解制度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

制度建设规划与实施安排。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产业升级重要的配套条件，是发达国家产业发展能够处于

世界技术前沿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质量较差或制度不健全的国家，不仅无法有效引导价值创造活动，

加大投资成本和风险，还会导致该国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加，引起贸易纠纷。在累积生产能力、提升产品

复杂度的过程中，国家要重视企业经营的制度成本，从政治、金融和经济等多方位推进制度的改进与完

善，在法制、行政效率、融资、税收等方面深化改革，提供适宜生产能力向高阶递进的制度环境，以降低交

易成本，充分发挥生产能力的作用，促进产业联动发展，实现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

5. 产业升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要从系统的角度重视发挥这些因素的合力。本文的研究提
供了一个以内部能力禀赋为根本、外部制度环境为改善机制的产业升级模型。可以发现，尽管一国能力

禀赋对产业升级的路径和幅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仅以此来解释产业升级是不够的。处于同等产品复

杂度水平的国家较多，但产业升级效果却千差万别。在将这些累积性能力引致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需要

借助私人部门、教育产业、中介组织等多种力量的配合。目前学术界对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应该扮演何种

角色存在较大争议，依据产品空间理论，本文认为国家通过战略性设计和有效的宏观干预，促进多因素

的交织和激荡，形成合力，可以更好地牵引和推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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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omplexity,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Ma Haiyan, Yan Lia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product space theory, national economy can be regarded as a system for creating
products based on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capacit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the embodiment of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ystem structure. Based on product space theory and institu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of product complexity,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model by analyzing panel data from 120 countries in 1990-2016 with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complexit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inverted u-shaped, as
increased product complexity brings not only benefits but also costs and competition. When national product
complexity increases from low to high, i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i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dustrial upgrading when product complexity reaches the upper level. Secondly, institutional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m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complexit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at is, it is easier for countries with higher institutional quality to achiev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roduct complexity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Compared with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more stabl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rule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 path available for China to facilitate
the supply-side reform and move from a large manufacturing country to a powerful manufacturing country.

Key words product complexity;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duc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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